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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对 TFP的贡献可以通过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开发全新产品

和在位企业对其已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实现。但文献对三种创新渠道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度量。

借助企业创新活动与雇佣人数变动的映射，本文利用模拟矩估计方法校准结构模型的参数，

通过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来间接核算不同创新活动对 TFP的贡献。我们发现六成以上的 TFP

增长来自于在位企业对其已有产品的自我创新。但是，新进入企业对 TFP增长的贡献从 1998-

2001 年的 17.76%提高到 2002-2007 年的 32.98%，表明新进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愈发重要。

并且，出口企业通过开发全新产品对 TFP 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非出口企业；相对于出口企

业，非出口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对 TFP增长的贡献更大。本文对于理解 TFP增长来源、就业

和创新的关系、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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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Destruction, New Varieties, or Improvements of 
Existing Products? Innovation Accounting of Chinese 

Exporting Firms 
Abstract: The contribution of innovation to TFP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varieties by new entrants and incumbents, and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products by incumbent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above three 

innovation channels. We construct a mapping between different channels and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and use 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 to calibr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so as to infer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innovation channels to TFP through employment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60% of TFP growth comes from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products by incumbents. However, the contribution of new entrants to TFP growth increased from 

17.76% during 1998-2001 to 32.98% during 2002-2007, suggesting that the role of new entrants in 

innov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Moreover, we find that new exporters contribute 

far more to the growth of TFP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arieties than new non-exporters; 

compared to exporters, non-exporters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TFP more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Our findings may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s of TFP growt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ployment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on promotion polic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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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促进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

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成为了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

产率（TFP）的变化做详尽的分解，梳理中国 TFP 增长的不同渠道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为促

进 TFP增长的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由于企业 TFP和出口决策的联系（Melitz，2003），

以及企业创新和出口的关系（戴觅、余淼杰, 2012；Bloom等，2016），理解出口企业和非出

口企业在创新渠道上的异同，对于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对 TFP的贡献
1
主要是从三个机制展开讨论的。第一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

指某企业在另一家企业已有的产品基础之上研发出更好的、对原有产品具有完全替代效应的

新产品，从而将原有产品挤出市场（Schumpeter，1934；Aghion and Howitt，1992; Aghion 

et al.，2014）。第二是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
2
（Lucas and Moll，2014）。第三是新

产品的研发（Romer，1990；Broda and Weinstein，2006）。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很难直接将

上述三种创新活动区分开来，比如数据中难以刻画产品质量，企业研发投入申报误差较大

（Syverson, 2011）等。因此，难以直接回答以上三个机制对 TFP的贡献的相对大小这一重

要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进行创新（Hall, 2019），对诸如“政府应该补

贴什么样的企业”、“应该如何进行补贴才能使绩效最大化”这些问题，需要了解各种创新

活动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 TFP增长贡献的相对大小，才能够给出科学的回答。所以，为了评

估创新政策的社会福利影响，提高鼓励创新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理解创造性毁灭、企业自

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研发对 TFP的相对贡献大小是重要的。 

Garcia-Macia等（2019）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巧妙的方法，他们将企业的不同形

式的创新活动与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结合起来，构造了二者之间的一个映射，从而通过企业

雇佣人数的变动来间接核算不同创新活动对 TFP 的贡献。以创造性破坏和自有产品质量的

提升为例，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创新的企业会使原先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停产，并且创新企业

会较大规模地招募新的员工，而被取代企业会裁员甚至退出市场。而自有产品质量提升成功

的企业虽然雇佣人数会上升，但上升幅度小于创造性破坏，因为它是对自己已有产品做改进,

对其它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则是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提高工资水平使得其它企业雇佣人数

小幅下降。也就是说，创新成功的企业既会增加雇佣人数，又会使得其它企业雇佣人数减少，

但企业层面就业增长与减少的幅度取决于企业采取何种方式创新。基于这样的想法，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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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a等（2019）没有直接利用与创新相关的数据来分解上述三种创新渠道，而是采用间接

的方式，通过一个结构模型，将企业的不同的创新活动与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结合起来，构

造二者之间的一个映射，通过企业劳动力的数据和模拟矩估计（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来校准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参数，从而核算出三种不同的创新渠道对 TFP 增长

的贡献。本文沿袭 Garcia-Macia等（2019）提出的方法，利用 1998-2007 年
3
中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据来核算这三种创新渠道在这期间对中国 TFP 增长的贡献。考虑到中国于 2001

年之后加入了 WTO，国际贸易可能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生产率产生一定的影响（Aw et al., 

2008），生产率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加入国际贸易，生产率低的企业可能会被迫退出市场，同

时将其生产要素重新分配给其它企业，带来整体 TFP 的提升（Melitz，2003；Aw et al., 

2008）。这可能会使得刻画创新活动的几个参数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将数据划分为

1998-2001年和 2002-2007 年两个时段，分别对参数进行估计。由于国际贸易与企业生产率

有关(Melitz 2003)，我们又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分别讨论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 TFP增

长的不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我们发现，中国 1998-2007 年 TFP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

其贡献在 1998-2001 年这段时间为 75%，2002-2007 年这段时间下降到了 60.1%。新进入企

业创造性破坏对 TFP增长的贡献从 1998-2001年的 17.8%上升到了 2002-2007年的 27.3%，

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的贡献则从 0.17%上升到 5.69%，表明在 2002-2007年新进入企业

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的活动更加活跃。我们估计出 1998-2001年（2002-2007年）期

间企业对其产品的自我创新的成功率为 77.3%(68.4%)；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为

6.5%(5.7%)，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为 16.2%(25.8%)；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的成功率为 0.4%（36.5%），成功开发的全新产品的质量为所有在位产品平均质量的 29%（30%）。

也就是说，在中国加入 WTO 的 2002 年之后，在位企业进行自我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功

率都下降了，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上升。这表明在位企业的创新

能力有所下降，新进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新进入企业不仅创新的成

功率提高，而且创新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进一步地，我们讨论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 TFP增长的不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从

两类企业整体来看，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 TFP增长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这与对所有企业进

行分解得到结果是一致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出口企

业开发全新产品对 TFP 增长的贡献远高于非出口企业。具体而言，出口企业通过开发全新产

品对 TFP增长的贡献为 21.48%，远远大于非出口企业的 3.25%；非出口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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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TFP 增长的贡献为 37.45%，比出口企业的 28.26%更大。这体现了两种类型的企业在创新

行为上有较大的差异。对于这些发现，第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加入 WTO，高生产率企业加

入国际贸易，有更多的机会模仿、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从而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以及全

新产品的质量都有所提高；第二，出口企业因为要服务国外市场，所以开发新产品满足国际

市场的需求相对于满足国内需求更为重要。而非出口企业则在国内和其它企业竞争，因此创

造性破坏是其主要的创新方式。 

本文与 Garcia-Macia 等（2019）使用美国纵向商业数据库（the U.S. 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LBD）1983-2013年的样本的得出的结论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的差异。

相同点在于，都发现了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对 TFP 的贡献在三个渠道中是最大

的，且贡献度接近，均在六至七成。不同点则在于，本文发现，在中国，在位企业对自有产

品的质量的提高的贡献在下降，新进入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对 TFP 增长的

贡献在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理解中美之间的 TFP增长来源的异同对我们走适合我国国情

的科技强国之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提供了依据。 

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诸多的贸易促进生产率的机制，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并不清楚。

本文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在现实意义和政策建议上较有价值。本

文发现，不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 TFP增长率的贡献都是最大

的，而出口企业开发全新产品对 TFP增长的贡献远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我国的 TFP的

增长仍然主要来自于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质量的提高。由此看来，激励出口企业通过开发新

产品和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渠道拉动经济的 TFP 增长仍有很大潜力。而这需要打破企业和产

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壁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着眼于鼓励创新的政策，而且应着

眼于消除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对外进一步消除出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加入全面

和稳定的国际贸易协定，激励出口企业进行质量升级，对内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企业转

移出来，为创新型企业释放出更多生产要素。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节回顾有关的文献。第三节建立结构模型分析创造性

破坏、企业自我创新和全新产品开发三种创新方式对 TFP增长的贡献，并将企业不同的创新

活动与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结合起来，构造了二者之间的一个映射。 第四节介绍本文使用

的数据并呈现描述性统计。第五节校准模型参数，核算三种创新方式对 TFP 增长的贡献度。

第六节总结全文并给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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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本文与三支文献有关。第一，本文能够帮助理解国际贸易的各种创新促进机制的相对重

要性。国际贸易领域的文献强调贸易能够促进创新和生产率（樊海潮、郭光远, 2015；胡翠

等, 2015；李志远、余淼杰, 2013；田巍、余淼杰, 2014；余淼杰, 2010；余淼杰, 2011；

Yu, 2014）。Feenstra (2018) 强调贸易有三个提高社会福利的渠道：增加产品种类、促进

创造性破坏、降低价格加成。Goldberg 等 (2010) 发现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能够

使用更广泛的中间品从而促进国内企业开发新产品。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

了创新（Lileeva and Trefler，2010）、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Keller，2002；Coe and Helpman，

1995；Sutton，2007)，干中学效应（Irwin and Klenow，1994）。但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提

出的诸多的机制的相对贡献在宏观上缺乏度量，使得我们对这些机制的重要性并不清楚。本

文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在这个角度上本文对文献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第二，本文的发现对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经典论文有所发展。Brandt等（2012）

发现，中国 TFP的增长的三分之二来源于新进入企业。Hsieh and Klenow (2009)发现中国

的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的离散度在下降，说明中国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提高。本文的发现支持了

创造性破坏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解释中国 TFP增长的 27%，并且重要性在提高。以往对中

国 TFP增长分解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回归分析（程名望等，2019；杨汝岱，2015）或者会计核

算（Brandt et al., 2012；蔡跃洲、付一夫，2017）。本文则首次利用一个结构模型来理解

这个问题，从新进入企业与在位企业、三种创新方式这两个维度对中国 TFP增长进行了更加

细致的分解。此外，以往对 TFP增长率的分解主要从不同生产率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行为

以及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的再配置入手（Lentz and Mortensen, 2008; Brandt et 

al., 2012; Cooper et al., 2018; 蔡跃洲、付一夫，2017），而没有给出导致企业进出市

场和生产要素再配置的具体原因。Melitz(2003)则在一个均衡框架下指出，企业间对生产要

素的竞争造成了企业进出市场和生产要素再配置。我们的模型刻画了一个新的渠道，即企业

的创新活动：新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进入市场，被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则可能会退出市场，它

所雇佣的生产要素流向其它企业。由此，本文具体解答了创新活动是如何推动劳动力要素在

企业间进行再配置的这一问题。 

最后，本文在测量创新的价值上有贡献。许多学者试图利用专利数据来衡量创新的价值，

直接利用引用量(Trajtenberg，1990; Hall et al.，2000; Harhoff et al.，2003; Nagaoka 

et al.，2010)，缴纳专利维持费的年数(Harhoff et al.，2003; Lanjouw and Schank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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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Baudry and Dumont, 2006; Pakes, 1986; Schankerman and Pakes, 1986; Thoma，

2013; Zhang and Chen，2012)，同族专利数(Lanjouw and Schankerman, 2004)，是否被诉

讼或无效过(Harhoff et al.，2003; Lanjouw and Schankerman，2004; Marco，2005)，权

利要求数(Tong and Frame，1994)，技术领域数(张杰、郑文平，2018)，以及用上述指标中

的某些指标构造的指数(Lanjouw and Schankerman，2004; Boeing and Mueller, 2019)等

衡量创新的价值。这些试图直接衡量创新价值的办法有一定的局限。比如不同技术领域的专

利差异较大因而无法用统一的指标来衡量不同领域的专利价值，专利价值指标和发明创造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另作研究等。本文通过结构模型构建了就业和三种创新活动的映射关

系，通过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来间接核算不同创新活动对 TFP的贡献，从而避免了以上的问

题，为衡量创新活动对 TFP的影响在方法上有所贡献。 

 

三、模型 

 本节介绍将 TFP 增长分解为创造性破坏、企业自我创新和全新产品开发三种创新方式

的结构模型。 

（一）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静态优化决策 

 我们借鉴了Garcia-Macia等（2019），假设市场中存在多家企业以及𝑀𝑀种不同的产品𝑦𝑦𝑗𝑗，

每家企业至少生产一种产品。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种产品可能具有不同的质量，用质量指标

𝑞𝑞𝑗𝑗表示该产品当前的最高质量水平。我们假设企业在决定价格和产出之前必须先支付一个固

定的生产成本，因此只有能生产出最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会决定生产该产品𝑗𝑗（Klette and 

Kortum, 2004）。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𝜎𝜎。总产出是以质量加权的 CES组合， 

𝑌𝑌 = ���𝑞𝑞𝑗𝑗𝑦𝑦𝑗𝑗�
1−1𝜎𝜎

𝑀𝑀

𝑗𝑗=1

�

𝜎𝜎
𝜎𝜎−1

(1) 

 劳动是经济中唯一的生产要素。假设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单位的劳动投入，即𝑦𝑦𝑗𝑗 =

𝑙𝑙𝑗𝑗。 

 求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企业生产产品𝑗𝑗的劳动力需求函数： 

𝑙𝑙𝑗𝑗 = �
𝜎𝜎 − 1
𝜎𝜎

�
𝜎𝜎−1

𝐿𝐿𝑊𝑊1−𝜎𝜎𝑞𝑞𝑗𝑗𝜎𝜎−1 (2) 

其中𝐿𝐿是 KJDF 经济中总的劳动力数量，我们假设𝐿𝐿是固定的。𝑊𝑊是实际工资。从（2）式

可以看出，生产产品𝑗𝑗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与其产品质量有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一个生产𝑀𝑀𝑓𝑓种产品的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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𝐿𝐿𝑓𝑓 = �𝑙𝑙𝑗𝑗 =

𝑀𝑀𝑓𝑓

𝑗𝑗=1

�
𝜎𝜎 − 1
𝜎𝜎

�
𝜎𝜎−1

𝐿𝐿𝑊𝑊1−𝜎𝜎�𝑞𝑞𝑗𝑗𝜎𝜎−1
𝑀𝑀𝑓𝑓

𝑗𝑗=1

(3) 

可以看出，一家企业的劳动力总需求完全由其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所刻画。或者说，劳

动力数量在企业间的分布与产品质量的分布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下的实际工资为， 

𝑊𝑊 =
𝜎𝜎 − 1
𝜎𝜎 ��𝑞𝑞𝑗𝑗𝜎𝜎−1

𝑀𝑀

𝑗𝑗=1

�

1
𝜎𝜎−1

(4)   

因此，给定当期产品质量的分布，𝑊𝑊唯一确定。由于我们假设只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

工资𝑊𝑊即人均 GDP，所以人均 GDP由产品质量的分布所完全确定。 

（二）企业的创新 

我们假设所有企业都参与创造性破坏、自有产品创新和全新产品开发这三种创新活动，

同时也允许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退出。由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核算三种创新形式对 TFP贡

献的相对大小，而非探讨企业创新决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所以假设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外生的，

由参数所刻画，从而使研究的问题更加聚焦，同时模型结构得以简化。 

1.企业产品的自我创新 

在每一期，首先由在位企业对其自有产品进行创新。企业的每种产品每一期自我创新成

功率为𝜆𝜆𝑖𝑖。如果企业当期对自有产品创新成功，那么其产品质量会提升为原来的𝑞𝑞�倍，𝑞𝑞�是一

个服从形状参数为𝜃𝜃，规模参数为 1 的帕累托分布的随机变量。在自我创新成功的条件下，

产品质量提升相对大小的期望为， 

𝑠𝑠𝑞𝑞 ≝ (𝐸𝐸[𝑞𝑞�𝜎𝜎−1])
1

𝜎𝜎−1 = �
𝜃𝜃

𝜃𝜃 − (𝜎𝜎 − 1)�
1

𝜎𝜎−1
> 1 (5) 

2.创造性破坏 

如果某种产品在自有产品创新阶段质量提升成功，那么当期它就不再参与另外两种创新。

当某种产品自我创新不成功时，其它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可能对其进行创造性破坏，即推

出质量更高的产品替代在位产品。我们假设在位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先于新进入企业。对于每

一种已有的产品，在其自我创新不成功的条件下，其它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为𝛿𝛿𝑖𝑖。

而在该产品自我创新和其它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都不成功的条件下，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

的成功率为𝛿𝛿𝑒𝑒。因此，对于任何一种产品来说，它被另一家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无条件概

率为𝛿𝛿𝚤𝚤� = 𝛿𝛿𝑖𝑖(1− 𝜆𝜆𝑖𝑖)，它被另一家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无条件概率为𝛿𝛿𝑒𝑒� = 𝛿𝛿𝑒𝑒(1− 𝛿𝛿𝑖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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𝜆𝜆𝑖𝑖)。如果企业 A成功地创造性破坏了企业 B生产的产品𝑗𝑗，那么企业 B在下一期将不再生产

𝑗𝑗，而企业 A在下一期将会生产质量被提高的产品𝑗𝑗。假设创造性破坏成功之后相对质量提升

大小也为随机变量𝑞𝑞�。我们还假设，如果在某一期一家企业的所有产品都被其它企业创造性

破坏，那么这家企业会退出市场。 

3.全新产品的开发 

假设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都能进行全新产品的开发。对每一种在位产品，在位企业和

新企业开发全新产品成功的概率分别为𝜅𝜅𝑖𝑖和𝜅𝜅𝑒𝑒。如果一家新企业在当期成功开发了一种全新

产品，那么该企业能够进入市场。我们假设，如果某企业成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产品，那么

该产品的质量为从在位产品的质量分布中随机抽取的一个值，并乘以系数𝑠𝑠𝜅𝜅。举例来说，如

果𝑠𝑠𝜅𝜅 = 50%，那么新产品的质量等于从在位产品质量分布中随机抽取的一个值的一半。 

 为了使模型能够产生稳定状态，我们假设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入或者退出市场。为

了在模型中刻画企业退出，我们假设所有企业每一期必须使用某固定数量的劳动力

（overhead labor）。那些值函数较低，即生产的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会选择退出市场，同

时所生产的低质量的产品也退出市场。这个固定劳动力的假设会在稳态下产生一个关于产品

质量的平稳分布。 

4.TFP增长率的分解 

由于模型中没有资本积累且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人均产出即工资的增长完全来自于产

品质量的提高，我们用产品质量的增长解释 TFP 的增长。给定上述三种创新活动及其成功

率、创新成功的产品的质量的相对提升以及企业退出市场的决策，我们用两种方式对 TFP的

期望增长率 g进行分解。  

𝐸𝐸[(1 + 𝑔𝑔)𝜎𝜎−1] = 1 + 𝑠𝑠𝜅𝜅(𝜅𝜅𝑒𝑒 + 𝜅𝜅𝑖𝑖)�������
开发全新产品

+ 𝜆𝜆𝑖𝑖�𝑠𝑠𝑞𝑞𝜎𝜎−1 − 1����������
对自有产品创新

+ �𝛿𝛿𝚤𝚤� + 𝛿𝛿𝑒𝑒���𝑠𝑠𝑞𝑞𝜎𝜎−1 − 1��������������
创造性破坏

− 𝛿𝛿𝑜𝑜𝜓𝜓 (6)
  

𝐸𝐸[(1 + 𝑔𝑔)𝜎𝜎−1] = 1 + 𝑠𝑠𝜅𝜅𝜅𝜅𝑒𝑒 + 𝛿𝛿𝑒𝑒��𝑠𝑠𝑞𝑞𝜎𝜎−1 − 1��������������
新进入企业

+ 𝑠𝑠𝜅𝜅𝜅𝜅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𝛿𝛿𝚤𝚤���𝑠𝑠𝑞𝑞𝜎𝜎−1 − 1��������������������
在位企业

− 𝛿𝛿𝑜𝑜𝜓𝜓 (7)
 

其中𝛿𝛿𝑜𝑜是产品退出市场的平均概率，𝜓𝜓是退出市场的产品的平均质量。（6）式按照开发

全新产品、对自有产品的创新和创造性破坏这三种创新的方式对 TFP 增长进行了分解，（7）

式则按照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对 TFP 增长进行了分解。这两种分解均由模型的参数完全

确定。因此，只要能够校准这些参数的值，就能实现对 TFP增长的分解。 

（三）劳动力数据与企业创新行为的联系 

 我们通过企业层面的劳动力数据，运用模拟矩估计（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

4
方法识别模型参数。企业层面的劳动力数据包含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劳动力数量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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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分布；第二是企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动，比如企业员工的增加与减少；第三是以劳动力数量

衡量企业规模大小。 

 模型推导得到了产品质量分布与劳动力分布的对应关系，那么数据中的劳动力数量分布

信息可以推测出产品质量分布信息。而利用劳动力数量变动的数据则能够识别不同的创新方

式。比如说，某企业成功地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了自我创新，并且该产品原来的质量为 1，

那么在其它条件相同时，该企业的就业将增加(𝑞𝑞�𝜎𝜎−1 − 1)𝑙𝑙𝑗𝑗，并且没有任何工作岗位被破坏。

但是，如果某企业创造性破坏了另一企业生产的质量为 1的产品，那么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这家企业增加的劳动力数量为𝑞𝑞�𝜎𝜎−1𝑙𝑙𝑗𝑗，高于自我创新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与此

同时，被创造性破坏的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𝑙𝑙𝑗𝑗。就全新产品开发而言，一方面，成功

开发出全新产品的企业会增加一定的劳动力，但由于新产品和在位产品存在竞争而不是替代

关系，其劳动力数量增加幅度要更小一些；另一方面，全新产品的开发通过提高工资的一般

均衡效应使得其它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因此其它企业的劳动力数量变动幅度要比创造性

破坏的情况下小。因此，根据企业层面的劳动力数量变动数据可以将三种不同的创新方式区

分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从数据中选取如下矩来拟合模型和数据：（1）总 TFP 增长率，（2）

对数化的企业雇佣人数的标准差，（3）新进入企业的雇佣人数占总雇佣人数的比例，（4）新

增工作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之比，（5）被破坏的工作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之比，（6）劳动增

长率小于 1
5
的企业新增的工作岗位占总新增工作岗位之比，（7）企业最小雇佣人数，（8）小

企业
6
的退出率，（9）大企业的退出率，（10）在位企业平均雇佣人数相对于新进入企业的平

均雇佣人数。其中（1）直接反映了 TFP的增长率；（2）、（7）包含了劳动力数量的分布信息，

用以推测每一期产品质量的分布；（3）、（8）-（10）反映了劳动力调整的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用以识别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相关参数；（4）-（6）反映了劳动力数量的变

动特征，是模型识别不同创新类型对 TFP增长贡献的关键信息。 

每个矩都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参数，不能够说哪些矩识别出哪个参数，但某些矩对某些参

数的识别的贡献更大。下面我们解释参数的识别直觉。首先，我们选择固定劳动力成本使得

最小的企业恰好有一个工人。这个固定成本决定了企业的退出决策，从而内生决定了产品退

出市场的概率(δo)以及退出市场的产品的平均质量（𝜓𝜓）。然后我们校准剩余的 7 个参数。 

我们根据就业人数的增长来推断产品种类(𝜅𝜅𝑖𝑖, 𝜅𝜅𝑒𝑒)的增长，这是因为企业规模和产品种

类的数量有正向关系。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新产品是来自进入者(𝜅𝜅𝑒𝑒)还是在位者(𝜅𝜅𝑖𝑖)呢？如果

新品种全部来自现有企业，那么就会呈现出企业规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现象。那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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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可以通过新进入企业的雇佣人数占总雇佣人数的比例来推断进入者对产品种类的贡献。

而且，新进入企业的雇佣人数占总雇佣人数的比例对估计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𝛿𝛿𝑒𝑒）和新

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𝜅𝜅𝑒𝑒）的贡献较大；被破坏的工作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之比对估计在

位企业创造性破坏（𝛿𝛿𝑖𝑖）和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𝛿𝛿𝑒𝑒）的贡献较大。对数化的企业雇佣人

数的标准差主要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全新产品的相对质量折算系数（𝑠𝑠𝜅𝜅）。这从直觉上很容易

理解——如果新品种的质量低于现有质量（即 𝑠𝑠𝜅𝜅 <1），那么产品质量和企业规模的分散程

度就会增加。5个刻画三种创新方式成功率的参数（𝛿𝛿𝑖𝑖 ,𝛿𝛿𝑒𝑒 , 𝜆𝜆𝑖𝑖 ,𝜅𝜅𝑖𝑖 ,𝜅𝜅𝑒𝑒）的相对大小由劳动增长

率小于 1的企业新增的工作岗位占总新增工作岗位之比，小企业的退出率，大企业的退出率

等共同决定。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使用的是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998-2007 年的数据。这一数据包含了本文

所需要的企业员工人数相关的信息。该数据只包含国有企业和年收入在 500 万人民币以上

的非国有企业，中小非国有企业没有被包含在内。但该数据对中国经济活动具有较好的代表

性：与 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相比，2004 年没有进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样本

仅贡献了总产出的 9.9%，出口总值的 2.5%（Brandt et al.，2012）。由于企业的名称、法

人代码等识别信息可能会发生更改，我们借鉴 Brandt等 (2012) 的做法，使用法人代码、

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姓名等标准判断不同年份出现的企业是否为同一家企业。 

本文估计 TFP 使用的劳动收入份额来自 Penn World Tables (PWT 8.0)。我们对中国

1998-2007年逐年劳动收入份额取算术平均，为 0.59。为了计算总体的 TFP增长率，本文采

用了 Zhu（2012）的索罗残差核算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𝑌𝑌 =

𝐴𝐴𝐾𝐾𝛼𝛼(ℎ𝐿𝐿)1−𝛼𝛼对样本中的企业进行核算，计算出 A 即 TFP 的值。其中总产出为经过 GDP 平减

指数折算后的增加值，资本为经过投资品价格指数折算后的企业的账面资本值，总的劳动力

投入则以折算后的工资衡量。在计算出每家企业的 TFP之后，以企业雇佣人数为权重进行加

权平均计算出每年经济总体的 TFP。 

中国于 2001 年末加入了 WTO，这也许会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高的企

业更有可能加入到国际贸易，它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模仿、创新；而面对更加激烈的市

场竞争，生产率低的企业可能会被迫退出市场，同时将其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给其它企业，带

来整体 TFP的提升（Melitz，2003；Aw et al., 2008）。加入 WTO可能会使得刻画创新活动

的几个外生参数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将样本时间划分为 1998-2001 年以及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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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两段，分别进行研究。在企业的划分上，我们将新进入企业定义为时间段内开业的

企业。比如，如果一家企业是在 1998-2001年之间开业的，那么我们就将其标记为 1998-2001

年这段时间的新进入企业。如果一家企业在该时间段内劳动增长率绝对值小于 1，那么将该

企业记为雇佣人数变化较小的企业。如果一家企业的雇佣人数小于时间段内企业的平均雇佣

人数，则该企业被记为小企业，反之则被记为大企业。考虑到少数国企的雇佣人数非常极端，

对样本矩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根据企业雇佣人数去掉了上下 2.5%的极端值样本。 

表 1 是对 1998-2007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中前三栏“总雇

佣人数”、“企业数目”以及“平均雇佣人数”取的是该时间段的年平均值。在 1998-2001

年间，企业的雇佣人数出现负增长，这可能与国企改制有关。2002-2007年，企业的平均规

模（以平均雇佣人数衡量）相比于上一时间段有较大的下降，但是这段时间内总雇佣人数却

出现稳定的增长，企业规模的标准差下降，企业数目增加了近 60%。TFP年均增长率与 Brandt

等（2012）估算的较为接近，其中第一阶段 TFP年均增长率大约为 6%，加入 WTO之后 TFP年

均增长率提高到 8.5%左右。
7
 

表 1  描述性统计 

 

总雇佣人数

（百万） 

企业数

目（百

万） 

平均雇佣

人数

（人） 

Log(平均雇

佣人数)的

标准差 

总雇佣人数

年均增长率 

TFP年

均增长

率 

1998-2001年 56.1 0.165 340 1.26 -0.9% 5.94% 

2002-2007年 66.9 0.26 257 1.15 3.9% 8.54% 

注：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𝑌𝑌 = 𝐴𝐴𝐾𝐾𝛼𝛼(ℎ𝐿𝐿)1−𝛼𝛼对样本中的企业进行核算，计算出 A 即 TFP

的值。其中总产出为经过 GDP 平减指数折算后的增加值，资本为经过投资品价格指数折算后企业

的账面资本值，劳动力投入则以折算后的工资衡量。在计算出每家企业的 TFP 之后，以企业雇佣

人数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每年总体的 TFP。根据 Penn World Table 的数据将𝛼𝛼设为 0.59。

总雇佣人数、企业数目以及平均雇佣人数取的是时间段内的年平均值。 

 

 图 1 展示了两个时间段内工作岗位创造和岗位破坏占总雇佣人数之比的情况。1998-

2001 年，工作岗位破坏的比例略微大于创造的比例；而在 2002-2007 年这段时间，工作岗

位创造的比率相比前一阶段上升了近 40%，而破坏的比例则下降了近 5%，表明这段时间劳动

力需求旺盛，宏观层面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同时工作的稳定性有所提高。这与表 1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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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劳动力变化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 

 

图 1  工作岗位创造与岗位破坏占总雇佣人数之比 

注：岗位创造（破坏）率是就业增加（下降）的企业的就业变化之和除以总就业人数的平均值。

总就业人数的平均值为期初和期末总就业人数的算术平均。 

 

 工作岗位的创造来自于在位企业的岗位增加以及新进入企业带来的岗位增加。图 2 绘

制了新进入企业所带来的工作岗位的增加占总雇佣人数之比。结果显示，新进入企业带来的

工作岗位的增加占总雇佣人数之比在第一阶段仅为 13%，而在第二阶段升至 30%，表明 2002-

2007年期间新进入企业对就业创造的贡献大幅提高。 

 

图 2  新进入企业劳动力雇佣人数占比 

注：我们将新进入企业定义为时间段内开业的企业。比如在 1998-2001 年这段时间，如果一家企

业是在这期间开业的，那么我们就将其标记为新进入企业。总雇佣人数为时间段期初和期末雇佣

人数的算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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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绘制了雇佣人数变化较小的企业对总体工作岗位增加或破坏的贡献。我们将所有

雇佣人数变化较小的企业增加（减少）的雇佣人数加总起来，再除以创造（破坏）的工作岗

位总数，并将此比例绘制在图 3中。根据第三节模型部分的推导结果，劳动增长率绝对值是

否小于 1是区分创造性破坏的一个关键指标。结果显示，从 1998-2001 年到 2002-2007 年，

劳动增长率绝对值小于 1的企业对岗位创造的贡献从 12.5%略微下降到了 11.4%，而对岗位

破坏的贡献从 24.5%下降到了 16%。这表明在 2002-2007 年间，有更多的岗位破坏集中于劳

动力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的企业。这种变化趋势可能说明 2002-2007 年创造性破坏的程度比

1998-2001年更大，接下来我们将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猜测。 

 

 

图 3  雇佣人数变化率较小的企业对总体工作岗位创造与破坏的贡献 

注：雇佣人数变化较小的企业指一家企业在该时间段内劳动增长率绝对值小于 1。将所有这样的

企业的增加（或减少）的劳动力数加总后再除以创造（破坏）的工作岗位总数即为图中所展示的

值。 

 

在展示了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之后，接下来两幅图将展示企业的生命周期特征。图 4描

绘了不同企业的平均规模（以企业雇佣人数衡量）。从图 4 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企业

规模有很强的生命周期特征，在位企业的规模显著大于新进入企业的规模。在 1998-2001年，

在位企业的平均规模甚至达到了新进入企业的 7倍左右，2002-2007年间在位企业的平均规

模在新进入企业的 2.5 倍左右，这可能是由于前期大规模国企改制使得许多国有大企业被

拆分。第二，企业的平均规模在第二个时段比第一个时段有所下降，这与表 1呈现的结果一

致，且主要来自于在位企业规模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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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平均规模 

注：我们将新进入企业定义为时间段内开业的企业。比如在 1998-2001 年这段时间，如果一家企

业是在这期间开业的，那么我们就将其标记为新进入企业，反之为在位企业。企业的规模以企业

雇佣人数衡量。 

 

图 5 绘制了按照企业规模划分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企业退出概率的计算方式为时

间段初运营且时间段末不运营的企业的占比除以时间段（以年为单位）的长度。图 5的结果

显示，小企业退出率较高，而大企业则退出率较低。2002-2007 年小企业退出率相比于 1998-

2001年下降了 1.2个百分点，表明小企业的存活率有一定提高。 

 

图 5  企业规模与退出率 

注：大企业定义为雇佣人数在平均雇佣人数之上的企业，小企业则定义为雇佣人数在平均雇佣人

数之下的企业。企业退出概率的计算方式为时间段初运营且时间段末不运营的企业的占比除以

时间段（以年为单位）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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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计结果 

（一）模拟矩估计结果 

 本节展示通过模拟矩估计方法对上文提出的 10 个矩进行拟合的结果，以校准模型中参

数的值，并在此基础上核算三种创新渠道对 TFP增长的贡献。 

 我们需要估计的参数共有 8 个，包括 5 个刻画三种创新方式成功率的参数

（𝛿𝛿𝑖𝑖 ,𝛿𝛿𝑒𝑒 , 𝜆𝜆𝑖𝑖 ,𝜅𝜅𝑖𝑖 ,𝜅𝜅𝑒𝑒），2个刻画质量进步大小的参数（𝜃𝜃, 𝑠𝑠𝜅𝜅），以及固定劳动力成本。我们拟合

的矩则为第三节中列出的 10 个矩，即总 TFP 增长率、对数化的企业雇佣人数的标准差、新

进入企业的雇佣人数占总雇佣人数的比例、新增工作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之比、被破坏的工

作岗位占所有工作岗位之比、劳动增长率小于 1 的企业所新增的工作岗位占总新增工作岗

位之比、企业最小雇佣人数、小企业的退出率、大企业的退出率、在位企业平均雇佣人数相

对于新进入企业的平均雇佣人数。具体来说，我们选择固定劳动力成本使得最小的企业恰好

有一个工人。这个固定成本决定了企业的退出决策，从而内生决定了产品退出市场的概率

(𝛿𝛿𝑜𝑜)以及退出市场的产品的平均质量（𝜓𝜓）。给定这个固定成本，我们再选择参数值

𝛿𝛿𝑖𝑖 , 𝛿𝛿𝑒𝑒 , 𝜆𝜆𝑖𝑖 ,𝜅𝜅𝑖𝑖 ,𝜅𝜅𝑒𝑒 ,𝜃𝜃, 𝑠𝑠𝜅𝜅使得模型中计算的其它矩和从数据中计算的矩的偏差尽可能小。 

 表 2展示了 1998-2001年以及 2002-2007年两个时间段内各个参数的估计值，其中，不

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𝜎𝜎设定为 4，以与 Garcia-Macia等（2019）保持一致。利用 1998-2001

年的数据所得出的矩的信息，我们推断出这期间企业对其产品的自我创新的成功率高达

77.3%。而在自我创新没有成功的条件下，某产品被另一家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概率为

28.8%。在自我创新未成功，且没有被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条件下，某产品被一家新进入

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概率为 100%。因此，某种给定的产品被一家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无条

件概率为(1-0.773)×0.288=6.5%，被一家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无条件概率为(1-

0.773)×(1-0.288)×1=16.2%。 

 根据表 2 估计的结果，𝜃𝜃 = 7.3，因此在创新成功的条件下，以雇佣劳动力数量加权的

产品质量平均进步大小为𝑠𝑠𝑞𝑞 − 1=(𝜃𝜃/(𝜃𝜃 − (𝜎𝜎 − 1)))(1/(𝜎𝜎−1)) − 1=19.3%。全新产品的开发仅来

自于新进入企业，开发成功率为 0.4%，且成功开发的全新产品的质量为在位所有产品平均

质量的 29%。固定劳动力成本使得部分企业选择退出，退出概率𝛿𝛿𝑜𝑜为 4%，退出市场的产品的

平均质量为在位所有产品平均质量的 0.2%。 

2002-2007年相应参数的解读与之类似。比较两个时段可以发现，2002 年之后，在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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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自我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的成功率相比 1998-2001年都下降了近 10%左右，相对应的

则是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大幅提高。这表明在位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新

进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不仅如此，与创新进步率相关的参数𝜃𝜃的下降

以及全新产品的相对质量折算系数𝑠𝑠𝜅𝜅的增加，表明新进入企业不仅创新的成功率提高，而且

创新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我们得到的结果与 Garcia-Macia 等(2019)的结果有一定的区别。他们利用美国企业的

数据，发现企业对自有产品创新的成功率从 1993-2003年的 71%上升到 2003-2013年的 77.9%，

而新企业开发新产品的成功率则从 8.9%下降到了 3%。本文发现这两种创新方式的成功率在

中国的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在位企业自有产品创新成功率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而新企

业开发新产品的成功率则上升了 36个百分点。 

 

表 2  利用模拟矩估计方法校准的参数 

  1998-2001年 2002-2007年 

企业自我创新 𝜆𝜆𝑖𝑖 77.3% 68.4% 

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 𝛿𝛿𝑖𝑖 28.8% 18.3% 

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 𝛿𝛿𝑒𝑒 100.0% 100.0%
8
 

在位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𝜅𝜅𝑖𝑖 0% 0% 

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𝜅𝜅𝑒𝑒 0.4% 36.5% 

帕累托分布的形状参数 𝜃𝜃 7.3 4.3 

全新产品的相对质量折算系数 𝑠𝑠𝜅𝜅 0.29 0.30 

退出市场的产品的平均质量 𝜓𝜓 0.002 0.0006 

 

表 3展示了由创造性破坏、全新产品开发以及企业自我创新三种创新方式所导致的 TFP

增长率，计算方法是每种创新方式的成功率乘以产品质量平均进步率。1998-2001年间，企

业自我创新带来的 TFP 增长率约为 4.45%，是创造性破坏的贡献的 3倍，而全新产品开发带

来的 TFP增长率则非常微小。2002-2007年，各类创新方式带来的 TFP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

上升，其中创造性破坏带来的 TFP增长从 1.48%上升到了 2.92%，成为 TFP增长的一个重要

来源。全新产品开发带来的 TFP增长虽然绝对数量依然不大，但是增长幅度非常大。 

表 3  不同创新方式带来的 TF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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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01年 2002-2007年 

创造性破坏 1.48% 2.92% 

全新产品开发 0.01% 0.49% 

企业自我创新 4.45% 5.13% 

总计 5.94% 8.54% 

注：相应创新方式的成功率乘以产品质量的平均增长率（在创新成功的条件下）得到不同创新方

式带来的 TFP 增长。参数的值来自于表 2。 

 

表 4 从创新来源以及是否是新进入企业两个维度对 TFP 增长进行了分解，分解的依据

为 TFP 增长率的分解方程（6）和（7）。由于只有在位企业能对自己已有的产品进行创新，

因此新进入企业自我创新的贡献为空值。我们发现，1998-2001 年，TFP增长率的 17.76%来

自于新进入企业，82.24%来自于在位企业，表明在位企业是 TFP 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02-

2007 年，创造性破坏对 TFP 增长的贡献从 24.86%上升到了 34.2%，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这与上文的发现一致。新进入企业对 TFP增长的贡献翻了一番，上升到了 33%左右，其中通

过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贡献提高了近 10%，通过开发全新产品带来的贡献提高了 5.5%。从数据

拟合的角度来说，这主要是因为相比 1998-2001年，新进入企业带来的工作岗位增加与总雇

佣人数之比在 2002-2007 年这个时间段内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见图 2），因此校准得到的

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的贡献大大提高。我们的解释是，中国加入 WTO 之

后，很多新产品进入中国，引发大量新企业对它们进行学习和模仿，其模仿的结果是开发了

国内市场没有的全新产品，或是开发了对已有产品的替代性产品，实现了创造性破坏。这些

模仿与开发提高了创新活动的成功率与创新成果的质量，这与表 2 校准得到的参数结果一

致，体现了学习效应与后发优势。 

尽管新进入企业对 TFP 增长的贡献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分解结果表明大部分的 TFP增

长仍然来源于在位企业的自我创新，这个结论与 Garcia-Macia 等 (2019)对美国 TFP 的分

解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发现在位企业自有产品创新对美国 TFP增长的贡献越来

越大，而本文则发现这一渠道对中国 TFP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小。尽管如此，在 2002-2007年，

我国的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 TFP增长的贡献依然占到 60%。中美企业在创新主体上的这种差

异可能反映了企业构成的变化，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作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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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种创新方式对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的 TFP增长的贡献 

1998-2001年 新进入企业 在位企业 总计 

创造性破坏 17.59% 7.27% 24.86% 

全新产品开发 0.17% 0.0% 0.17% 

企业自我创新 -  74.97% 74.97% 

总计 17.76% 82.24% 
 

2002-2007年 新进入企业 在位企业 总计 

创造性破坏 27.29% 6.91% 34.2% 

全新产品开发 5.69% 0.0% 5.69% 

企业自我创新 -  60.11% 60.11% 

总计 32.98% 67.02%   

注：利用第三节提出的分解方程（6）和（7）从创新方式和企业年龄类型两个维度对 TFP 增长进

行分解的结果。表中的值为该类企业通过该种创新方式对这一时间段内 TFP 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表 5 展示了 2002-2007 年的样本矩与模拟矩的对比。更加详细的样本矩和模拟矩的数

据报告在附表 A.1 中。可以看出，通过模型模拟得出的新进入企业创造工作岗位占比、工作

岗位创造率和岗位破坏率、雇佣人数变化较小企业创造工作岗位占比等矩均能够与数据很好

地拟合。 

表 5  样本矩和模拟矩（2002-2007年） 

 
样本矩 模拟矩 

新进入企业创造工作岗位占比 30.0% 39.2% 

工作岗位创造率 77.1% 74.9% 

工作岗位破坏率 41.1% 44.8% 

雇佣人数变化较小企业创造工作岗位占比 11.4% 10.7% 

大企业退出率与小企业退出率之比 0.250 0.744 

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平均规模之比 2.33 1.72 

注：该表展示了样本矩和模拟矩。我们将小企业定义为低于平均就业数的企业，大企业定义为高

于平均就业数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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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差异 

上小节中我们发现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对 TFP的增长的贡献从 1998-2001年的 17%左

右上升到了 2002-2007 年近 27%的水平，新进入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贡献则从 0.17%上升到

5.69%，表明在后一段时间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更加活跃。这些变化与中

国加入 WTO 有何种联系呢？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不同的创新方式上对 TFP 增长的贡献

有无异同呢？本节对 2002-2007 年不同类型的企业重复上小节的 TFP 增长分解，一方面验

证上小节分解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附表 A.2 显示了按出口类型划分的企业的描述性统计。出口企业的平均规模接近非出

口企业的两倍，这与国际贸易理论中大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吻合。出口企业的总雇佣人数年均

增长率远远高于非出口企业，显示出加入 WTO之后出口部门的强劲增长。 

表 6
9
报告了不同创新方式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TFP 增长的贡献。在工业企业数据

中，如果一家企业在 2002-2007 年任意一年的出口交货值大于零，我们将其定义为出口企

业，否则定义为非出口企业。可以看出，从两类企业整体来看，在位企业自我创新对 TFP增

长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这与对所有企业进行分解得到结果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出口

企业通过开发全新产品对 TFP增长的贡献（21.48%）远远大于非出口企业（3.25%）；相对于

出口企业（28.26%），非出口企业（37.45%）通过创造性破坏对 TFP增长的贡献更大。 

我们对 TFP 增长贡献的分解是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两类企业内部分别进行的，因

此这里的结果仅仅显示了（非）出口企业通过对其它同类型企业进行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

TFP 增长，而不涉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影响。在上小节中我们发现，在 2002-2007

年，新进入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和开发全新产品所带来的 TFP增长较之前增大。而表 6的结

果显示开发全新产品主要来自于新进入企业中的出口企业，这体现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

在创新行为上有较大的差异。 

表 6  2002-2007 年三种创新方式对不同类型企业 TFP增长的贡献 

 新进入企业 在位企业 总计 

出口企业 

创造性破坏 22.29% 5.97% 28.26% 

全新产品开发 21.48% 0.00% 21.48% 

企业自我创新 
 

50.26% 50.26% 

总计 43.77% 56.23% 
 

非出口企业 创造性破坏 29.78% 7.67% 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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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产品开发 3.25% 0.00% 3.25% 

企业自我创新 
 

59.30% 59.30% 

总计 33.03% 66.97% 
 

注：本表报告了分别利用第三节提出的分解方程（6）和（7）从创新方式和企业类型两个维度对

TFP 增长率进行分解的结果。表中的值为该种创新方式对该类企业在 2002-2007 年 TFP 增长贡献

的百分比。 

 

从以上的划分及结果可以看到：上文中我们发现 2002-2007 年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

品带来的 TFP 增长高于 1998-2001 年，这可能主要是由新进入企业中的出口企业开发全新

产品所导致的。与之相对的是，2002-2007年间非出口企业对 TFP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创造

性破坏上。对于这些发现，第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加入 WTO，高生产率企业加入国际贸易，

有更多的机会模仿、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从而开发全新产品的成功率以及全新产品的质量

都有所提高；第二，出口企业因为要服务国外市场，所以开发新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相

对于满足国内需求更为重要。而非出口企业则在国内和其它企业竞争，因此创造性破坏是其

主要的创新方式。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对自有产品的自我创新、对其它企业产品的创造性破坏以及全新产品开发对中国

TFP 增长的贡献各是多少？本文借鉴 Garcia-Macia 等（2019）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以

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创新的企业会使原先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停产并且会较大规模地招募新的

员工；自有产品创新成功的企业虽然雇佣人数会上升，但上升幅度小于创造性破坏，因为它

是对自己已有产品做改进,对其它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则是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提高工资水

平使得其它企业雇佣人数小幅下降。也就是说，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增加雇佣人数，但增长的

幅度取决于企业采取何种方式创新，是提高了自己的产品的质量还是创造性破坏了其它企业

的产品。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采用间接的方式，通过一个结构模型，将企业的不同的创新

活动与企业雇佣人数的变动结合起来，构造了二者之间的一个映射，利用企业劳动力数据和

模拟矩估计方法来校准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参数，从而核算出了三种不同的创新渠道对 TFP增

长的贡献。本文发现，在位企业对自有产品的自我创新始终是 TFP增长的最大来源，占到六

成以上。而在中国加入了 WTO 之后，新进入企业通过开发全新产品和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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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 的增长较之前有了更大的贡献。 

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 TFP 增长的不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从两

类企业整体来看，在位企业对 TFP增长率的贡献都更大，这与对所有企业进行分解得到结果

是一致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一个显著的差异是，出口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对 TFP 增长的贡献（21.48%）远高于非出口企业（3.25%）；相对于出口企业（28.26%），非

出口企业（37.45%）通过创造性破坏对 TFP增长的贡献更大。这体现了两种类型的企业在创

新行为上有较大的差异。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理解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 TFP

增长的不同来源，对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我国的贸

易便利化措施不仅利于我国的出口企业分散出口目的地、寻找新的海外市场，而且利于进口

中间品的多样化、从而利于企业开发全新产品以适应多样的国际需求。 

理解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创新渠道上的异同，对于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新冠疫情的全球冲击仍然未能散去，我国面临中美贸易摩擦等风险，又在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既要保出口、保就业又要促创新。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中国贸易和

创新的关系、就业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为科学制定经济政策做出了

贡献。我们认为，对外应当进一步消除出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加入全面和稳定的国际贸易

协定，激励出口企业进行质量升级，对内应当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企业转移出来，为创

新型企业释放出更多生产要素。 

我们的模型并没有把要素在企业间再配置所面临的扭曲和摩擦显性化。将导致要素错配

的扭曲和摩擦与不同创新方式对 TFP 增长的贡献在模型中分离开来，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

向。 

 

注释 

1 TFP增长的另一重要源泉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Hsieh and Klenow (2009)提供了有影

响力的实证证据。 

2
 新的生产工艺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等价地由产品质量提升所刻画。 

3
 使用更长时间的数据，例如 1998-2013年的数据更为理想。然而 2008-2009年的企业雇佣

人数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干扰较大，作者目前所得的 2010 年的数据不可信，2011-2012 年企

业层面的雇佣人数几乎没有变化，而 2012-2013 年企业层面的雇佣人数变化却异乎寻常得

剧烈。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没有使用 2008-2013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 

4 采用模拟矩估计方法的原因详见附录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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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企业的劳动增长率=

劳动力需求𝑡𝑡−劳动力需求𝑡𝑡−1
1
2(劳动力需求𝑡𝑡+劳动力需求𝑡𝑡−1)

，其变化范围为[−2, 2]。当一家企业退出市

场时，企业的劳动增长率为−2；而当一家企业进入市场时，其劳动增长率为2。之所以如此

定义劳动增长率，是为了保持增长率向两个方向变化的对称性。 

6
 小企业定义为雇佣人数在平均雇佣人数之下的企业，大企业定义为雇佣人数在平均雇佣人

数之上的企业。 

7
 Brandt等(2012) 发现,1998-2007年中国 TFP年均增长率达 7.96%。1999-2001 年 TFP年

均增长率为 2-6%，2002-2007 年 TFP 年均增长率为 11-16%｡中国 TFP 增长率的估计争议较

大，估计值分布较为离散。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估计 1979-2004 年我国 TFP 年均增长

率只有 0.9%；Young (2003) 认为中国 1978-1998年 TFP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1.4%；李玉红等 

(2008) 发现 2000-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 TFP年均增长 2.5%；鲁晓东和连玉君 (2012) 的结

论是 1999-2007 年我国 TFP 年均增长率为 2%-5%；Perkins and Rawski (2008) 发现中国

TFP 在 1978-2005 年年均增长率为 3.8%；王志刚等 (2006) ､邵军和徐康宁 (2011) ､姚战

琪 (2009) 等认为自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 TFP年均增长大约为 5%；李小平等 (2008) 

估计 1999-2003年我国 TFP年均增长率为 9.7%｡ 

8
 我们根据模拟矩方法估计出来的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的概率以及在位企业开发新产品

的概率分别为 100%和 0%，这与 Garcia-Macia 等（2019）用美国数据的估计出来的结果一

致。 

9 附表 A.2展示了 2002-2007年间按出口类型划分的企业的描述性统计，每个统计量的含义

与表 1类似。样本矩和模拟矩、校准得到的参数以及各种创新方式带来的实际 TFP增长率请

见附表 A.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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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A.1  1998-2001年、2002-2007年企业的样本矩和模拟矩 

  

新进入企

业创造工

作岗位占

比 

工作岗位

创造率 

工作岗位

破坏率 

雇佣人数变

化较小企业

创造工作岗

位占比 

大企业

退出率 

小企业

退出率 

在位企业

平均规模 

新进入

企业平

均规模 

1998-2001年样本矩 13.10% 42.20% 45.80% 12.50% 1.60% 8.00% 1352 204 

2002-2007年样本矩 30.00% 77.10% 41.10% 11.40% 1.70% 6.80% 357 153 

1998-2001年模拟矩 16.52% 35.49% 39.51% 21.26% 3.33% 6.98% 351 291 

2002-2007年模拟矩 39.23% 74.95% 44.80% 10.72% 5.21% 7.00% 333 195 

注：该表展示了 1998-2001年和 2002-2007 年的样本矩和模拟矩。我们将小企业定义为低于平均

就业数的企业，大企业定义为高于平均就业数的企业。 

 

附表 A.2  2002-2007 年按出口类型划分的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总雇佣人数

（百万） 

企业数目

（百万） 

平均雇佣人

数（人） 

Log(平均雇

佣人数)的标

准差 

总雇佣人数

年均增长率 

TFP年均增长

率 

出口企业 14 0.03 409 1.13 14.10% 5.28% 

非出口企业 52.9 0.23 234 1.14 1.83% 9.98% 

注：若某家企业在 2002-2007 年任意一年出口交货值大于零，则定义为出口企业，反之则为非出

口企业。总雇佣人数、企业数目、平均雇佣人数为 2002-2007 年的年平均值。为了避免极端值的

影响，我们去掉了雇佣人数最大 2.5%和最小 2.5%的样本。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𝑌𝑌 =

𝐴𝐴𝐾𝐾𝛼𝛼(ℎ𝐿𝐿)1−𝛼𝛼对样本中的企业进行核算，计算出 A 即 TFP 的值。其中总产出为经过 GDP 平减指数

折算后的增加值，资本为经过投资品价格指数折算后企业的账面资本值，劳动力投入则以折算后

的工资衡量。在计算出每家企业的 TFP 之后，以企业雇佣数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每年总体

的 TFP。根据 Penn World Table 的数据将𝛼𝛼设为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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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3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样本矩和模拟矩 

  

新进入企业

创造工作岗

位占比 

新进入

企业平

均规模 

在位企业

平均规模 

雇佣人数变

化较小企业

创造工作岗

位占比 

工作岗位

创造率 

工作岗位

破坏率 

小企业

退出率 

大企业

退出率 

出口企业样本矩 26.67% 257 707 9.73% 92.11% 14.36% 15.75% 0.43% 

非出口企业样本矩 31.07% 137 304 9.42% 74.55% 53.18% 7.82% 2.38% 

出口企业模拟矩 30.68% 205 733 15.04% 85.96% 29.09% 6.16% 5.19% 

非出口企业模拟矩 42.58% 192 289 11.14% 73.71% 53.93% 8.24% 5.51% 

注：该表展示了 2002-2007年的样本矩和模拟矩。若某家企业在 2002-2007 年任意一年出口交货

值大于零，则定义为出口企业，反之则为非出口企业。小企业定义为低于平均就业数的企业，大

企业定义为高于平均就业数的企业。 

 

附表 A.4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校准参数值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企业自我创新 𝜆𝜆𝑖𝑖 66.4% 66.6% 

在位企业创造性破坏 𝛿𝛿𝑖𝑖 20.2% 18.0% 

新进入企业创造性破坏 𝛿𝛿𝑒𝑒 100.0% 100.0% 

在位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𝜅𝜅𝑖𝑖 0.0% 0.0% 

新进入企业开发全新产品 𝜅𝜅𝑒𝑒 79.5% 26.6% 

帕累托分布的形状参数 𝜃𝜃 6.25 3.97 

全新产品质量折算系数 𝑠𝑠𝜅𝜅 0.30 0.29 

退出市场的产品的平均质量 𝜓𝜓 0.0001 0.0006 

注：本表报告了对不同类型企业分别进行模拟矩估计得到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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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5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三种创新方式带来的 TFP增长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创造性破坏 1.49% 3.74% 

全新产品开发 1.13% 0.32% 

企业自我创新 2.66% 5.92% 

总计 5.28% 9.98% 

注：相应创新方式的成功率乘以质量的平均增长率（在创新成功的条件下）得到不同创新方式

带来的 TFP 增长。 

 

附录 A.6 对采用模拟矩方法的说明 

进行结构模型的参数校准的方法主要有：GMM（广义矩方法），SML（模拟极大似然估计

法），SNLS（模拟非线性最小二乘法），SMM（模拟矩法），具体的方法介绍详见 Adda and Cooper 

2003，Dynamic Economics: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这几种方法都是

间接估计（相对于 reduced-form）模型参数的方法，它们各有适用范围。GMM方法适用于能

够写出显式的矩条件的模型，例如一阶条件可以作为矩条件。SML方法适用于能够写出似然

函数的结构模型。SNLS 方法适用于使用宏观数据的结构模型。SMM 方法的应用场景更为广

泛，它通过数据里观察到的一些特征（pattern）, 对比模型的结果，也即把数据矩（data 

moments）和模型矩（model moments）进行对照，间接地估计出模型的参数。采用 SMM方法，

模型参数不必与各个矩（moment）严格地形成一一对应关系，通常，每个矩会依赖于所有参

数，但对其中一两个参数更为敏感。我们之所以选择 SMM方法，是因为：第一，我们研究企

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第二，我们很难写出显式的一阶条件或者似然函数；第三，从模型的直

觉上，能够找到一些矩，让这些矩高度依赖于模型参数（也即能够通过这些矩有效地识别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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